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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李斯特经济思想比较初探

线 文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文章通过对郑观应和李斯特经济思想的比较, 认为两者都是为应对外部经济冲击与挑战而做出的保护

反应。但他们不是简单的被动保护,而是积极发展本国经济与强国一争长短的主动保护。其实质是积极务实 、顺

应趋势 、力求赶超, 从而实现民族经济的独立 、崛起与腾飞。李斯特的思想系统而深刻, 立意高远, 这并非郑观应所

能及,但郑观应的很多主张与见解已接近李斯特思想的核心内容, 就当时而言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站在传统

与现代接驳之处的郑观应无疑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转型的引导者 ,亦可称为中国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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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of Zheng Guanying and List in Economic Thought

XIAN Wen

( I nstitute of Chinese Ideo log y and Culture, No rthwest Unive 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Zheng Guanying and List's economic thought,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essence o f their thoughts is to develop mode rn economic system by effective

protection measures.List's thought is more pro found than that of Zheng Guany ing in te rms o f

modern economics theory .However, Zheng Guany ing's view is very clo se to that o f List , w hich

has showed histo ric signif icance in Late Qing Dynas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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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论
郑观应( 1842-1922)是晚清重商思想的代表

人物,他在其流传甚广的《盛世危言》一书中提出了

领引时代思潮的“商战”论。郑氏敏锐地指出, 资本

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一场无硝烟的经济战争 。

在“兵战不如商战”的口号下,郑观应提出以商品竞

争 、市场竞争为枢纽, 与资本主义列强展开外贸之

战,并籍此建立和发展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经济主

张。郑观应的“商战”论充分展现出经济民族主义

的精神,在晚清社会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商战”一

词遂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及至 20世纪 40 年代, 商

店春联仍可见“商战胜全球”的联语,
[ 1]
郑观应思想

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德国在 19 世纪中期面临着和晚清相似的状

况。与“中国之利, 有往而无来者” 、“精华销竭, 已

成枯蜡”相同, 德国当时的经济“就象富兰克林曾一

度形容新泽西州的那句话一样, `是一只被邻居们

四面八方都凿了孔的酒桶, 桶里的酒都被他们吸光

了' 。”[ 2] 323此一时期, 德国刚实现统一, 经济发展仍

相对落后,英国凭借强大的工业竞争力, 推行自由

贸易,向欧洲大陆包括德国倾销廉价的工业品, 对

德国的工商业乃至传统产业造成严重的威胁与破

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落后的德国何以独立地

发展民族经济而不致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 ? 德国

怎样才能快速地赶超英国和法国? 作为 19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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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德国最为重要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 ·李

斯特( F riedrich List , 1789-1846)应对了此一挑战。

李斯特在其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

书中, 通过归纳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 在批判亚当

·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础上, 与德国现实相结合

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反古典”思想理论,其核心内容

是德国应实行一系列经济保护政策,通过对幼稚产

业的培育,发展工业体系, 提升国家的经济结构, 从

而摆脱当时的困境, 形成与英 、法并立的局面 。

郑观应和李斯特都是基于后发国家特殊的历

史环境和发展阶段而提出的具有抵抗外部经济冲

击与侵略,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 。因此, 两者的思

想内涵有诸多可资比较之处 。不过,从既有的研究

来看,有关郑观应和李斯特经济思想的探讨都是分

别展开,而没有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对比考察 。基

于此,本文以《盛世危言》和《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

系》两部代表著作为核心, 通过郑观应与李斯特经

济思想的比较, 为晚清经济思想特别是郑观应的研

究提供一新的视角,并籍此对深入地探讨其时代价

值与理论得失给予某种帮助。

一 、生产力与精神资本
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经济理论的核心, 他提

出:“要解释经济现象, 除了`价值理论' 以外, 还必

须考虑到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 。” [ 2] 122他指责古

典政治经济学从英法等发达国家的角度出发, 只重

视如何增加财富和交换价值,而忽视了对于落后国

家而言如何提高生产力这一重要问题。李斯特认

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重要多少

倍” 。[ 2] 118这意味着,“国家财富并不在于交换价值的

占有, 而是在于生产力的占有, 正同一个渔夫的财

富不在于占有多少条鱼, 而是在于不断地捕鱼以满

足他的需要的那种能力与手段。”
[ 2] 296

在李斯特看

来,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要重要得多,它不仅可

以使原有价值得到保存,而且可以使已经消耗掉的价

值得到补偿和增殖。因此,如何发展生产力成为一个

落后国家发展本国经济,赶超先进的核心问题。

比较而言, 商战思潮中并未出现“生产力”的概

念,但其中却有十分类似的表达 。如郑观应在论述

西学与促进生产 、发展经济紧密之联系时,曾说道:

诚以天地五行之产, 俱从格致中得来 。

……川泽之利, 王政所重,与其临渊羡鱼, 不如

退而结网 。故美国由格致之理以深究养鱼之

法,陂湖江海, 各因其地, 不必竭泽而求, 自可

山人借足。 ……然富国而不思理财, 理财而不

求格致,犹之琢玉无刀凿之利器, 建屋无栋梁

之美材也 。
[ 3] 282

这段文字尤需注意的是最后一句, 郑观应所谓

“琢玉”所用“刀凿之利器” 、“建屋”所需“栋梁之美

材”实际上正是通过传统的表达方式将格致之学视

为一种创造财富的能力, 这与生产力概念所表达的

内涵已十分接近。另外, 郑观应将富国分为财富的

积累(“理财”) 与求取创造财富积累的能力 (“格

致”)两个递进的层次, 这与李斯特区分开财富与财

富的原因(生产力)也十分接近 。更有意味的是, 李

斯特与郑观应都不约而同地以捕鱼为例来说明提

高 、占有生产力的基础性地位, 如此之巧合暗示着

郑观应有着与李斯特共同之关注 。

如何发展生产力包含着对影响一国经济发展

的社会 、经济 、文化 、政治等一系列因素的分析。李

斯特指出,影响一国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

种多样的 。他把这些因素划分为四大类:“物质资

本” 、“精神资本”(“智力资本”) 、“自然资本”和社会

政治环境 。这其中他尤其强调“精神资本”的重要

性。他说:“生产力主要在于个人的智力和社会的

条件,我称之为智力资本。”“一个国家通过改进社

会和智力条件,就能够运用现有的物质资本, 使生

产力提高 10倍 。”
[ 4] 224
在李斯特看来, 生产力不仅是

物质财富积累的结果, 而且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积累

的结果。精神资本的增进是生产力增长的不竭源

泉, 它能提高现有物质资源的利用程度, 并使开发

和利用新的自然资源成为可能,因此能促进物质财

富的无限增长 。在精神资本中, 李斯特特别强调了

教育的重要性,在李斯特看来, 智力资本的提升主

要在于教育。他指出:“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 是应

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 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

促进和培养的 。”
[ 2] 123

晚清寻求富强之路是一个由浅入深 、由末而本

的过程。当人们已经理解到广阔的经济领域才是

决定富强的根本原因时, 也进一步意识到其背后更

为重要的心智基础。郑观应在《盛世危言 ·商战

下》一篇中,曾开创性地提出了“心战”之说:

心战者何 ? 西人壹志通商, 欲益己以损

人,兴商之法则心精而力果。于是士有格致之

学,工有制造之学, 农有种植之学, 商有商务之

学,无事不学, 无人不学 。我国欲安内攘外, 亟

宜练兵将,制炮船, 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

泰西士 、农 、工 、商之学, 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

如广设学堂,各专一艺, 精益求精, 仿宋之司马

光求设十科考士之法, 以示鼓励, 自能人才辈

出,日臻富强矣 。
[ 3]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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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在《商战》篇阐扬“心战”当然不是随意

发挥,而是说明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通过“学”而求

“商战”远比简单地通过“商”而求“商战”更为重要 。

这里,郑观应的“心战”之说已将发展国民经济引向

了更为深入的层次 。郑氏已然看到,商战有更为丰

富和深刻的内涵,它既是有形之战, 更是无形之战,

一个国家改进其精神生产条件这一无形基础乃是

求得富强更为根本之所在。即通过发展现代教育

制度,为商战提供更为持久与可靠的保证。郑观应

所著《盛事危言》将学校篇 、西学篇放在首要之位

置,足以显示对精神才智的重视 。这与李斯特“精

神资本”之说颇合符节。

二 、工业化理论
李斯特在国民经济学理论中强调科技与教育

是围绕着生产力这一概念展开的, 而其现实的目标

就是要完成一项划时代的转变, 即把科学用于生

产,建立国家的工业化体系。李斯特剖析道:“国家

生产力的增长, 其中更重要的是工业力量的增

长”, [ 2] 202“科学与工业结合以后产生巨大的物质力

量,这种力量在新的社会状态下代替了古代奴隶劳

动, 它对于大众的生活状态, 对于人口向无人迹地

区的移殖以及对于原始文化国家的力量, 无可避免

地发生着莫大影响———这就是机械力量 。” [ 2] 174

由此,“工业进步”成为李斯特国民经济学的又

一核心范畴。李斯特非常重视“工业进步”对人和

社会发展的意义 。他说:“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

治家, 几乎没有一个例外, 都认识到工业对国家财

富 、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 2] 131据此,李斯特揭示

了大工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整体性:一切

的工业部门彼此之间有着极密切的交互作用:“一

个部门有了改进时,就为其他一切部门的改进做好

了准备,起了推进作用;忽视了任何一个部门时, 其

他一切部门必然要感受到由此发生的影响 。” [ 2] 323在

此基础上,李斯特还进一步论述了工业推动社会转

型的重大意义,他认为, 工业的进步必将彻底改变

农业社会的精神面貌和政治制度。因为, 工业的进

步为农业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它会促进人们抛弃

传统观念和习俗,突破地域界限,开阔视野, 培养起

勤劳 、节约 、未雨绸缪 、竞争 、讲求时间效率等新型

的民族精神,推动人们去开拓创新, 发明新的生产

技术,争取自身的发展和自由权利 。李斯特曾多次

强调,落后的农业社会必然与专制制度和愚昧相联

系,而先进的农工业社会和农工商业社会必然与自

由和科学相联系, 他由此而得出结论:工业进步是

落后农业国实现向先进工业国转变的根本动力 。

在强调“工业进步”的深远意义时,李斯特特别留意

到机械工业的重要地位, 由于“机械力量”是由机械

工业释放出来的, 所以他指出:“机器工业是工业的

工业 。” [ 2] 265

比较于李斯特的工业化理论, 郑观应的相关思

想显然要单薄一些。但郑观应十分明确地指出工

业在资本主义强国的地位:“夫泰西诸国富强之基,

根于工艺 。”
[ 3] 719
在晚清重商思想的背景下他已经发

现“工”是“商”的基础:“诚所谓西人之富在工不在

商。盖商者运已成之货, 工者造未成之货, 粗者使

精, 贱者使贵, 朽废者使有用 。有工艺然后有货物,

有货物然后有商贾耳 。” [ 3] 729郑观应指出, 对于中国

而言,“欲救中国之贫,莫如大兴工艺 。” [ 3] 728在此基

础上若能“以格致为基, 以制造为用, ……则器物日

备, 制造日精 。 ……而国富民强之左券也 !” [ 3] 723在

如何“兴工艺”的问题上, 郑氏进一步提出四点实施

策略:“设工艺专科” 、“开工艺学堂” 、“派人游学各

国”以及“设博览会以励百工” 。[ 3] 728-729

除此以外,郑观应还特别强调了机器工业优先

发展的重要性,他说道:

论商务之原, 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 以

机器为先 。 ……人但知购办机器, 可得机器之

用;不知能自造机器, 则始得机器无穷之妙用

也。宜设专厂制造机器, ……各种机器自能制

造,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
[ 3] 627

可以看出,郑氏所谓“各种机器自能制造, 则各

种货物亦自能制造”与李斯特所谓“机器工业是工

业的工业”有十分相似的表达。不过,从整体来看,

李斯特对工业化之分析要比郑观应深刻得多, 李斯

特更多地是从社会转型的价值层面论述发展工业

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工业是科学 、文学 、艺术 、

启蒙 、自由 、有益的制度, 以及国力和独立之

母。”
[ 4] 66
从这句简短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李

斯特对工业的评价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相比

而言,郑观应对工业的讨论则显得缺乏理论深度。

他注意到发展工业的表层功利效果 ———中国之利

不至外溢,却没有意识到发展工业对于一个国家实

现整体社会转型所具有的潜在的巨大推动作用。

不过,从思想演变的角度观察, 郑观应“重工”

思想的萌芽特别是其在 1894-1895 年间最早提出

的“实业”概念却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郑观应

所指“实业”是对工业的泛称, 包含工艺 、制造等方

面。其内涵由于 20世纪初“实业”一词的广泛使用

而被进一步扩充,它实际上已包含了以工业为核心

的整个国民体系。应该说,这一时期对工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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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逐步全面化 。特别地, 从“实业救国” 、“实业振

兴”思潮到后来张謇的“棉铁主义”, 其中所包含的

日益丰富的工业化思想不断地加深了对此一问题

的认知。由此看来, 尽管郑观应有关工业化的论说

还不够深刻, 而德国工业化的腾飞还是在 1846 年

李斯特去世之后,但两者实际上都是两国开启工业

化思想的基石人物。

三 、国家干预论
国家干预论是李斯特经济思想的政策落脚点 。

在李斯特看来, 除了德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于英

法两国是国家实施干预政策的依据外,干预论得以

成立的内在根据还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 私人

经济本身固有的弊端。李斯特认为,私人企业的能

力是有限的, 其眼界也很少跨越出本企业的范围,

往往又局限于自己眼前的利益。李斯特指出, 私人

经济同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 、长远利益有时会不一

样, 因此, 放任自流并不是总会提高国家的福利和

实力 。其次, 私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由国家整个

国家资本和技术所构成的联合力量”的保护和扶

持。其三,个人主要通过国家才能形成生产力 。

在国家干预论中,李斯特注意到其中所可能包

含的负面作用。他指出,国家干预并不是把私人经

济“统死” 。干预的原则是, “它对个人怎样运用他

的生产力和资金这一点, 并不发号施令;……这是

由个人自己决定的事情, 它是决不过问的。 ……关

于国民各人知道更清楚 、更加擅长的那些事, 它并

没有越俎代庖;相反地,它所作的是,即使个人有所

了解, 单靠他自己的力量也是无法进行的那些

事” 。[ 2] 146 -147如修筑公路 、铁路 、桥梁 、运河等基础设

施,制定专利法以及各项有关促进生产力的法规;

为推进本国制造业的发展, 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借

助于海军和航海法规保护本国商船, 等等。可见,

这种国家干预“一点也没有束缚私人事业;相反地,

它使国内个人的自然的以及金钱上的力量有了更

加广阔的活动领域。”
[ 2] 147
李斯特还根据工业革命时

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状况进一步提出:“国家在

经济上越是发展, 立法和行政方面干预的必不可

少,就处处显得越加清楚 。只要同社会利益无所抵

触,一般来说,个人自由是好事;同样的道理, 个人

事业只有在与国家福利相一致的这个限度上, 才能

说行动上可以不受限制, 但如果个人的企图或活动

不能达到这种境地, ……私人事业在这个限度上就

当然需要国家整个力量的帮助, 为了它自己的利

益,也应当服从法律的约束。”[ 2] 150-151

在李斯特看来, 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

是要实现对本国幼稚产业的保护 。因此,关税政策

是国家干预的重要内容。关税保护重点是工业, 特

别是基础性工业部门 。不过,李斯特也清楚地认识

到保护政策是特定阶段的非常措施, 总体看则应与

自由贸易交替使用 。当本国幼稚产业一旦“达标”,

就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将成长起来的幼稚产业完

全推向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本国工业部门的

真正优势 。

综观郑观应的重商思想, 其中也有十分鲜明的

国家干预色彩。在《盛世危言 ·商务三》一篇分析

中国所受中外通商之害时, 郑观应认为内在的原因

是“上在官而下在商”,也就是说官商皆有其弊。在

讨论官之弊时,他指出:

官不能护商, 而反能病商, 其视商人之赢

绌也,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 。封雇商船, 强令

承役,只图自立, 罔恤民生 。私橐虽充,利源已

塞。此弊之在上者也。[ 3] 615

在分析商之弊时,他指出:

商则愚者多, 而智者寡;虚者多, 而实者

寡;分者多,而合者寡;因者多,而创者寡;欺诈

者多,而信义者寡;贪小利者多, 而顾全大局者

寡。此疆彼界, 畛域攸分, 厚己薄人, 忮求无

定,心不齐力不足。故合股分而股本亏, 集公

司而公司倒。此弊在下者也 。[ 3] 615-616

在郑观应看来,作为经济社会中微观主体的私

商其与生俱来的视野狭隘 、无组织性 、无大局观的

弊病为国家施行干预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同时, 国

家强大的组织力量, 也能为私商提供发展的保证。

但在现实中,作为宏观管理者的政府却由于过度干

预与盘剥使私商的发展陷于困顿 。这样,就需要对

政府干预限定原则:

故欲整顿商务, 必先俯顺商情, 不强其所

难而就其所易, 不强其所苦而从其所乐, 而后

能推行尽利。凡通商口岸, 内省腹地, 其应兴

铁路 、轮舟 、开矿 、种植 、纺织 、制造之处, 一体

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 或自办, 悉听

其便 。全以商贾之道行之, 绝不拘以官场体

统。
[ 3] 612

郑观应认为, 国家的干预应限定在不能违反

“商贾之道”这一原则上, 这里所谓“商贾之道”, 应

是指商贾(经济社会的微观主体)在经营活动中所

遵循的基本经济规律, 也就是李斯特所言“国民各

人知道更清楚 、更加擅长的那些事” 。在郑氏看来,

国家干预只有如此界定, 才能为振兴商务提供基本

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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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论, 只是原则问题, 在具体的策略实施

上, 应怎样消除官 、商上下之弊从而保证国家干预

的有效性呢?郑观应明确地指出:“欲求利国, 先祛

二弊;欲祛二弊, 先自上始。”郑观应在解决“二弊”

的次序上把改革政府放在了“利国”的第一位, 凸显

了国家干预的重要性 。他接着指出 “必于六部之

外,特设有一商部”,其职责是:“凡有所求, 力为保

护”, “重订税则, 厘正捐章, 务将进口之税大增, 出

口之税大减” 。
[ 3] 616
有关商部的职责, 郑观应还将其

归结为“提挈纲领”,他在《商务二》一篇中有详细的

论述:

远方异域恐耳目之不周, 鉴察之不及, 则

任之以领事, 卫之以兵轮。凡物产之丰歉, 出

入之多寡, 销数之畅滞, 月有稽, 岁有考。虑其

不专,则设学堂以启牖之;恐其不奋, 则悬金牌

以鼓励之 。商力或有不足, 则多出国帑倡导

之;商本或虞过重, 则轻出口税扶植之。立法

定制必详必备, 在内无不尽心讲习, 在外无不

百计维持。[ 3] 607-608

从对商部职责的划定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郑观

应的国家干预思想 。其一, 制定完备的法律, 规范

约束商务的发展;其二,通过私商所不能及的教育 、

奖励 、宏观统计以及国家投资协助等方式, 引导商

务的发展;其三,通过关税制度 、军事 、外交等手段,

保护商务的发展 。事实上,郑观应的国家干预思想

不仅仅限于对商部的讨论,综观《盛世危言》的相关

篇章,郑观应的国家干预主张涉及经济发展的诸多

领域 。如在《铁路》 、《修路》 、《电报》、《邮政》诸篇,

郑氏指出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长远意义;在

《保险》 、《银行》诸篇, 郑氏指出国家建立金融制度

引导金融发展对于有效防范风险 、进行资本集中的

必要性。

将李斯特和郑观应的国家干预思想进行比较,

不难看出,两者有很多共同之处 。从干预思想的基

本出发点来看, 李斯特和郑观应都认为若要摆脱本

国经济受资本主义强国剥削的被动境地, 必须发展

生产力(振兴商务) 。落后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就

必须施行国家干预政策, 这是由国家长远利益, 微

观经济组织能力所限及其种种弊端所共同决定的 。

在干预的原则上,李斯特和郑观应同时指出国家应

有所为 、有所不为。国家干预的任务并不是束缚私

人事业, 越俎代庖, 而是引导个人投资到于国于民

都需要的 、更加广阔的经济领域, 为私人企业的发

展创造各种条件 。李斯特和郑观应都特别强调关

税政策对于保护和鼓励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

李斯特认为, 关税保护是“国家把贸易机会留给自

己的方法”, [ 2] 184在很多时候它“不仅仅是保护国内

工业的方法, 而且也是国家用以保护自己 、抗击外

国粗暴行径的武器” 。[ 2] 109这显然与郑观应的“商战”

说如出一辙。不过,在关税政策上郑观应不如李斯

特看得深入和长远,郑氏并未指出关税保护政策只

是一种非常手段或权宜之计 。而在李斯特看来, 长

期实行这种政策会使本国产业缺乏市场竞争力, 因

此如果幼稚产业通过关税保护获得了充分发展就

应该放弃这一政策使之参与充分的市场竞争 。

四 、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先驱
李斯特的经济思想是他在对以往资本主义经

济学说批判 、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

产力与精神资本 、工业化思想 、国家干预论是李斯

特国民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也是其不同于以往英法

古典政治经济学说的特色之处 。因此, 笔者以此三

方面和郑观应进行比较, 实际上是以李斯特做为一

个标准来“衡量”郑观应 。但因为李斯特的思想在

实践上引导德国乃至更多的后发国家取得了赶超

战略的成功, 所以笔者以为这种“衡量”仍是可取

的。通过比较发现,李斯特和郑观应在思想内涵上

有很多相似甚至相同的表达。这一方面与两国当

时所处的相似境遇有关,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郑观应

的思想大量地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德

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当然, 两者的差异也很明显。

从学理来考察,李斯特的思想形成了系统化的理论

体系,整个论说逻辑严密, 特别是基于欧洲各国历

史与经济学说史的全面考察使其思想立意更为高

远。如对于关税保护的态度,李斯特立足于一国长

远发展实际上还是接受了亚当 ·斯密的自由主义

思想 。而郑观应由于缺乏对西方经济学说的系统

了解,也就难以对关税保护政策提出更为深入的见

解。又如对工业化的认识,从李斯特的论说中可以

明显地看出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传统社会向现代

社会转型实质上就是一场工业化的历程,他不仅从

表层上看到了工业所带来的巨大生产效率的提高,

更看到工业化会使每个人及整个社会经历脱胎换

骨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上的历史性转变。相比而言,

郑观应依然是在“商战” 、“商务”的思维中看待工

业, 尽管他认为当时的“商”远非传统的“商”所能概

括, 但毕竟没有明确地将“工”提升到一个统领全局

的核心地位,也没有认识到工业之中比“工具理性”

内涵更为深入的“价值理性”内涵 。

综上所述,李斯特和郑观应都是在应对外部世

界严峻挑战而做出的保护反应。但很显然他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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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简单的被动保护, 而是积极发展本国经济与强

国一争长短的主动保护。其实质是积极务实 、顺应

趋势 、力求赶超,从而实现民族经济的独立 、崛起与

腾飞 。但也不难看出, 李斯特的思想系统而深刻,

尤其是对国家 、社会经济发展阶段 、趋势以及相应

的政策取向有着清醒的认识。虽然这些并非郑观

应所能及,但笔者分析后发现其很多主张与见解已

接近李斯特思想的核心内容,就当时而言已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

当然,本文在此无意将郑观应比作中国的李斯

特,因为从思想的影响效果来看,德国取得成功, 而

中国却遭受失败 。德国通过政府干预政策顺利地

完成了工业体系的建立, 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发

展道路,而晚清政府却远远未能实现这一目标 。显

而易见,其中的关键原因仍是政治因素。德国在 19

世纪中叶才完成国家的统一,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构建与完善的同时, 整个国家及国民精神在 19 世

纪后半叶一直处在生机勃勃的上升趋势中,政府对

经济的干预态度积极 、目标明确 、手段有效 。与此

相反, 经历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 晚清王朝的衰颓

在一个逐渐开放的环境中无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

而上都已不可挽回。期求政权自我革新以及实施

新法以谋求富强已失去了重要的政治根基与保障。

在如此情势下, 即便理论与政策再为精妙, 也无法

施以拯救之术 。

不过,郑观应确是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初步描

绘了蓝图,指出了方向。他所喊出的“商战”口号使

经济民族主义得以申扬, 他所企盼的中国经济之独

立 、崛起与腾飞更被后人一步步实现 。从这一点来

看, 郑观应比之于李斯特并不逊色 。在经济发展中

他强调人的素质 、国家的积极作用以及重工思想对

后世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站在传统与现代接驳

之处的郑观应无疑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转型的引

导者,亦可称为中国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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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7页)

又抓住了宋代儒士反佛问题的关键和要害, 对于认

识宋代儒学的状况 、势态 、发展和流变具有积极的

意义 。

该书凸显了宋代儒士佛教观的“五大特征”, 即

“儒学本位” 、“实用性” 、“隔膜性” 、“否定性” 、“多样

性”五大基本特征。李承贵教授在考察儒士佛教观

的基础上,综合提炼出宋代儒士佛教观所具有的五

大基本特征,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总结性, 既忠于

历史事实,又符合哲学逻辑, 同时全面和综合地反

映了当时的历史和现实状况 。在李承贵教授看来,

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认识 、理解和评价, “都贯注着一

个核心坐标,这就是儒学” ( P497 页) , “而儒学是经

世致用之学,是实学,所以,用儒学作为他们评价佛

学的根据,自然地就使宋代儒士佛教观具有了`实

用性' 特色”( P497页) ,“以儒学替代佛教的态度, 那

么对佛教的认知 、理解和评价必然是隔靴搔痒”

( P502页) , “如果完全以儒学为是非标准, 那么对佛

教的认知 、理解和评价必然表现为`否动性' ” ( P502

页) , “由于见识 、立场 、才情等方面的原因, 宋代儒

士对佛教的认知 、理解和评价亦呈现出多样性”

( P509页) 。与此, 在对待儒佛关系上, “新儒学”是

儒 、释 、道“三教合一”之果的结论业已成为学术界

长期的“共识”,但李承贵教授并不囿于这一传统结

论, 而是独具慧眼, 从新的认识维度, 提出了新的参

照视野,即从儒士佛教观的角度讨论和探究了新儒

学中的儒佛关系 。他认为“`同质相融' 与`异质相

斥' ” 、“`取佛教之长' 与`补儒学之短' ” 、“`儒学为

体' 与`佛教为用' ”是“新儒学”中的儒学与佛教的

关系结构,这一观点具有独到的创新之处, 相信会

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总之,李承贵教授的这部巨著, 在研究方法上

运用历史与逻辑的方法 、文献与文本的方法 、概念

与范式的方法 、个案分析与整体合论的方法等多种

方法,全面 、立体地再现了宋代儒学与佛学的交互

的思想画面和交涉的种种原因以及儒士应对佛教

所表现出的立场 、观点和态度, 为我们认识宋代儒

学与佛学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和

参照视野,对于推进和深化宋代新儒学研究, 尤其

是拓展儒佛关系的研究领域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和理论价值,因而是一部开掘了儒佛关系研究新领

域的重要力作和填补宋代儒学研究空白的学术新

成果 。 (责任编辑:谢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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